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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国家级新区各发展阶段的现实需求，动态匹配治理群簇是成功治理人才流动的关键。基于治理理论指导不同阶段人才流动的治理，设计了新区人才流动趋势预测方法，包括对应新区演进不同发展阶段的人才流动特征分析、影响因素筛选、预测模型构建和治理策略提出四个步骤.并以雄安新区为例开展了实践应用，一方面验证了该方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另一方面也预测了雄安新区未来人才流动趋势，为当地设计具体的治理策略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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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alent Flow Forecast and Governance in National New Distric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Clusters
--Taking Xiong'an New Area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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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stages of the national new district, dynamic matching of governance clusters is the key to successfully manage the flow of talent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governance to guide the flow of talents in different stages, this paper designs the forecasting methods of talent flow trends in the new district, including the four stages of the analysis of talent flow characteristics, the selec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construction of predictive models and the proposed governance strategie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new district. Xiong’an New Area is a case study, which verifies the rational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method, and predicts the future talent flow trend of Xiong’an New Area,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designing specific governance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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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新区（以下简称新区）作为重构区域行政权力与区域空间架构的重要手段，对于实现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具有重要的驱动作用。新区发展是动态演进的过程，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在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人才、资本、技术等多种创新要素聚集在相对无序的发展环境中，应该从哪里入手，把握哪些主要关系和要素，设计什么样的治理策略，都是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难题。
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合理流动[1]，人才作为导向性资源，从促进人才流动着手，带动其他资源在新区的合理配置，是破解新区发展障碍的重要抓手[2]。但长久以来，我国区域经济“东快西慢”的格局，客观上造成了人才流动的地区失衡。并且，除政策因素外，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生态因素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人才流动的趋势，导致人才流动趋势难以把握。可见，畅通新区人才流动的瓶颈在于如何有效协调人才市场配置功能和政府行政职能的关系。良性的人才流动需要市场和政府紧密协作和相互补充。在新区发展不同阶段，户籍、身份、学历、人事关系等体制机制和发展机遇、待遇等客观条件不断变化，为强化对人才流动的促进，需要设计动态的治理策略，实时调整市场和行政力量分配，以最大化人才配置效率。
动态匹配治理群簇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和方法。治理群簇是科层治理、协同治理、网络化治理和整体性治理等治理理论体系的统称，其中各种理论适用于解决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治理问题。将动态匹配适合理论作为新区不同发展阶段人才流动治理策略的设计原则，可以满足区域发展阶段的差异化需求。
那么，如何结合新区演进的阶段性特征需求，精准预测人才流动趋势？从而基于动态匹配治理群簇的思路，设计出人才流动治理策略？这将是本文力求解决的问题。
1 相关研究回顾
1.1 关于新区演化发展阶段的相关研究
新区已经成为我国创新要素的集聚地，在发展过程中具有明显的时间序列递进的现象。国外文献主要基于区域经济演化、国家发展、产业集聚等理论研究新区演化发展阶段。Michael E.Porter[3]指出国家的发展阶段可以分为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以及财富驱动四个阶段。借鉴国外理论成果和国内新区建设发展的实践，周元和王维才[4]将新区发展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一是要素群聚阶段，新区成立之初，集聚各项创新要素，包括人才、资本、技术等；二是产业主导阶段，在这一阶段，新区内主导产业的集群效应增强；三是创新突破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新区基本完成了“二次创业”；四是财富凝聚阶段，此阶段是新区发展的终极目标，成为新区螺旋上升崭新的起点。
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明确和量化分析了新区的发展阶段。张克俊和唐琼[5]认为新区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循环往复动态演化的过程，将新区发展阶段分为要素聚集、产业主导、创新突破与产业转移、财富凝聚与创新要素扩散四个阶段。谭谊等[6]基于创新能力差异评估和差异化分析将新区划分为要素集聚阶段、产业集群化发展阶段和创新驱动阶段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解佳龙等[7]基于生物种群的成长过程，将新区大体分为要素群集、产业主导、创新突破、辐射联动和衰退/再创五个阶段。
考虑新区空间结构和功能的演变，结合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将新区发展阶段划分为起步阶段、协同发展阶段、成熟阶段和一体化融合阶段四个阶段。
1.2 关于区域人才流动影响因素和趋势预测的相关研究
人才学在我国已经形成学科框架体系，以叶忠海、王通讯等[8]学者为代表的学者们已经对人才学基本问题及其实践应用进行了广泛研究。国外人才流动理论已经较为成熟，起源于William Petty从经济学角度阐释人口迁移现象，推拉理论、效率性流动理论和选择性理论分别解释了人口迁移的内外部因素、人才流动必要性判别以及人才流动变化趋势等问题。
借鉴国外经典理论，我国学者赵曙明[9]、冯子标[10]、牛冲槐[11]等分别从人力资本、经济效益、人才聚集效应等理论视角开展了对区域人才流动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关于人才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主要从环境、组织和个体层次，归纳为宏观经济发展、政策环境、社会文化氛围、产业结构、市场环境、区域距离、收入水平、职业发展前景等[12-16]。
关于人才预测的方法主要集中在马尔可夫链预测法[17]、ARIMA模型预测法[18]以及GM(1，1)灰色预测模型预测法。比如，昝欣[19]在总结了高校教师的流动变化过程之后，使用马尔可夫链模型建立了描述人员流动变化趋势Marko链模型，对高校教师R人员的流动变化趋势作出了预测。李晓和张庆华等[20]借助ARIMA模型对创意人才的需求量进行了预测，并对黑龙江创意产业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李春浩和张向前等[21]修正了二元回归预测模型和灰色预测GM(1，1)模型的组合预测模型，对我国2013—2015年科技人才开展预测。马尔可夫链预测方法主要是试用于对事件概率的预测，而且适用于短期的预测，不适用于长期的预测。ARIMA模型预测方法是一种流行且广泛使用的时间序列预测方法，优点是模型比较简单，只需要内生变量而不需借助其他外生变量，缺点是要求时序数据是稳定的，或者通过差分方法之后是稳定的。灰色预测GM(1,1)模型的优势在于无需设定先验假设，利用累加生成后的数据进行预测，相对而言削弱了原始数据的随机性，并且灰色预测具有所需数据少的优点[22]，可以满足新区可供研究的数据序列较少且时间跨度较短的特点。因此，本文拟采用灰色预测GM(1,1)模型对新区人才进行预测。
1.3 关于治理群簇应用于新区人才流动治理的探索尝试
李维安等[23]已经在对治理群簇的思考及其政策应用中取得显著成效，但大多是基于选择某一理论的个别学说或方法而获得。目前，治理群簇在人才流动治理方面的理论研究尚不多见，其原因可能在于治理理论尚在完善期，仍未形成统一的学科范式[24]。对治理群簇认识的片面性不利于理解其复杂结构和适用原则，也会降低在中国情境中选择治理理论进行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因此，本文试图发挥治理群簇的整体优势，根据新区演进的发展阶段，以动态匹配适合理论为指南。
新区演进发展具有类似于生命体的进化特征，表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根据前文提出将新区发展阶段划分为起步阶段、协同发展阶段、成熟阶段和一体化融合阶段，分别探讨应用治理理论的可行性。
（1）起步阶段——单边政府的“强制”
此阶段人才主要向新区内单向流动，治理关键在于强力、有效率的政府管制。科层治理是以约束和激励机制为核心，运用等级、权威、规则等工具合理划分权力并分层负责的治理模式，其缺陷在于忽视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科层治理是“强政府”治理的有效方式，适合指导此阶段治理实践。
（2）协同发展阶段——双边政府之间的“竞合互动”
此阶段的治理关键在于政府部门之间通过协作来有效配置资源，发挥互补互惠的功能。协同治理强调治理主体之间通过整合功能，遵循共同愿景，深化协作和分工，但多元主体间的矛盾也制约了治理效率提升。协同治理是协调“双边政府”的有效方式，通过协作来实现有效配置资源，适合指导此阶段治理实践。
（3）成熟阶段——区域内部的“网络化”
此阶段人才流动逐渐显现环流化、柔性化的趋势，治理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治理主体群的自组织功能。网络化治理强调对资源拥有者的结构和制度设计[23]，强化了被忽视的社会组织作用，但也夸大了外因对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影响。网络化治理是协调“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有效方式，适合指导此阶段治理实践。
（4）一体化融合阶段——复杂治理问题的“整合”
此阶段人才在大区域内部自由流动，治理关键在于整合治理主体，解决跨层治理难题。整体性治理强调多维层级的组织之间整合协调，适合解决整体性政府建设等问题，但同时也面临着水平化管理和垂直管理的矛盾。整体性治理是实现“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等复杂治理”的方式，适合指导此阶段治理实践。
综上所述，立足于中国情境，新区人才流动需要市场和政府作用的协调配合，但经典人才流动理论大多是建立在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认识上，对新区的理论解释力尚不充分。从治理视角系统研究新区的人才流动具有理论上的必要性。同时，现有研究对区域人才流动的影响因素和预测方法已经较为全面，但较少有对新区动态变化的阶段性考虑，难以精准预测人才流动的趋势和把握人才流动的治理关键，客观上要求后续研究根据新区动态演进过程，选择适合理论设计人才流动治理路径。
2 新区人才流动预测方法设计
基于对新区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治理群簇的整合，本文设计了新区人才流动趋势预测方法，包括对应新区演进不同发展阶段的人才流动特征分析、影响因素筛选、预测模型构建以及治理策略提出等四个步骤。
2.1 对应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人才流动特征分析
新区发展演化过程表现为时间维度的动态周期性，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对应新区不同发展阶段，人才流动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从时间维度上，新区发展阶段从低到高依次为：起步阶段、协同发展阶段、成熟阶段和一体化融合阶段，如图1所示。T表示时间，S表示新区现有人才规模，S0为新区初始人才规模，Sm为新区最大人才规模。


图1 新区演进的发展阶段划分
（1）起步阶段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区域内生活服务等设施尚未完善，创新要素集聚水平低，对外部人才的吸引力比较弱。需要通过强政府力量加大对人才的牵引，吸引各类组织进入到该地区。随着人才流入速度逐步加快，且主要向新区内单向流动，人才需求量远大于供给。另外，由于人才基数较少，人才政策相对还不健全，不同组织和地区的各类人才彼此之间没有合作的默契。
（2）协同发展阶段
伴随着大规模的资金、人才、信息、技术等要素的流入，新区发展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区域综合实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同时，该阶段人才迅速增长，市场逐步发挥更大作用。随着各项事业逐步健全，人才聚集现象逐渐显现，人才流动具有了一定主观意愿，人才双向选择模式开始发挥作用，人才结构也逐渐趋于合理。
（3）成熟阶段
随着新区内主导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更多资源涌入，原始创新也随之出现，但企业等人才治理主体也可能表现出不适应性，政府强制手段正在失去其原有功能，人才增速减缓，开始出现由于工作或者环境因素的不足导致的人才流出情况。人才的层次和结构变得愈加重要，人才的知识共享效应也愈加明显。
（4）一体化融合阶段
新区发展趋于稳定，经过内部不断的调整与适应过程，在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干扰时，新区自身已经能够形成自适应。各类人才已经基本满足区域发展的数量和质量要求，并能实现在区域内部自由流动。人才层次和结构属性较好，通过不断的交流和学习，更加容易形成协同创新效应。
2.2 人才流动影响因素筛选
遵循导向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和可操作性原则，借鉴已有研究[25-26]，运用内容分析法，借助Nvivo软件，进行有关人才流动影响因素的筛选。由于新闻报道是全国各个新区最权威最新颖的素材，包含的信息量较为丰富和全面，因此，本文以中国知网的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来源，以新闻报道主题带有“人才流动”或“人才流动”为条件进行模糊检索，共获得新闻报道1 665条，涉及时间段为2000年-2019年，在检索获得的1 665条新闻报道中，首先，踢出与研究主题不相关或重复的信息；其次，逐一阅读剩余报道从中提取与人才流动直接相关的报道信息。经过多次的阅读与比较，最终提取了1 332条与人才流动相关的报道；最后，按照内容分析法的步骤，以段落为分析单元，对各个段落进行详细的编码分析，在编码过程中，通过不断对照已有研究成果，逐步划分人才流动影响因素的类目以及操作定义。最终经过探索性内容分析、结构性内容分析、编码信效度检验的过程，筛选出人才流动的影响因素体系和影响因素类别，并根据影响因素出现次数进行重要程度排序，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人才流动的影响因素及重要程度排序
	影响因素
	报道数量（条）
	重要程度排序（%）

	保障体系
	381
	28.60

	生活保障
	76
	19.95

	工作保障
	83
	21.78

	养老保障
	153
	40.16

	资金保障
	69
	18.11

	生活环境
	372
	27.93

	绿化服务
	137
	36.83

	文化服务
	76
	20.43

	公共服务
	159
	42.74

	经济环境
	356
	26.73

	发展水平
	167
	46.91

	投资水平
	117
	32.87

	消费水平
	72
	20.22

	智力资源
	223
	16.74

	领军人才
	49
	21.97

	技能人才
	76
	34.08

	科技人才
	98
	43.95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而得
根据筛选的人才流动影响因素体系，本文从保障体系、生活环境、经济环境和智力资源四方面对影响新区人才流动的因素进行梳理与归纳。其中，保障体系和生活环境属于政府层面影响因素，经济环境和智力资源属于市场层面影响因素。
（1）保障体系
影响人才流动因素体系统计结果（表1）显示，涉及保障体系的新闻条数占到381条，重要程度排序占到28.6%。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消除人才不公平感和影响人才去留的重要条件。曹威麟[27]认为灵活的户籍政策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能解决就职人员的衣、食、住、行和户口问题。优惠的人才政策对吸引人才具有直接作用，人才政策的竞争力具有直接和通过影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间接影响人才流动。在充分借鉴国家、直辖市的人才政策之后，各新区也制定了各自的人才保障政策。如广州南沙新区在2018年出台了《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集聚人才创新发展若干措施的实施细则》吸引高端人才的流入广州。
（2）生活环境
影响人才流动因素体系统计结果（表1）显示，涉及生活环境的新闻条数占到372条，重要程度排序占到27.93%。生活环境主要是指包括公共服务、地理交通环境等外部生活环境，是工作、社会实现等其他需求的基本保障。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人才在满足了薪酬、福利等低层次的需求后，会更加关注能够为人才提供高质量生活的环境因素[25]。人才在择业过程中往往也会比较关注住所和企业周边环境及交通。
（3）经济环境
影响人才流动因素体系统计结果（表1）显示，涉及经济环境的新闻条数占到356条，重要程度排序占到26.73%。以产业发展为基础的经济环境是影响人才流动的宏观因素，吸引产业集群人才的关键因素。区域经济环境越好意味着本地区拥有更多为人才引进和发展进行投资的经济资本，为吸引各类人才创造条件。翁清雄等[28]认为经济环境、文化氛围和组织承诺对人才流动的意愿有重要的影响。产业聚集形成的集群可以吸引区域外的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经济资源的进入，能够进一步增进地区经济实力，集群外相关企业和组织如果有条件一定会向集群内迁移，如此才能够吸引人才的到来。
（4）智力资源
影响人才流动因素体系统计结果（表1）显示，涉及智力资源的新闻条数占到223条，重要程度排序占到16.74%。某一地区人才资源的迅猛发展通常与其背后的智力资源紧密相关，包容开放、创新进取的文化氛围为人才引进和创造性活动提供文化支持。研究表明，高校和科研作为影响中国科技人才分布的重要因素，是吸纳高技术人才的主要组织[26]。
2.3 人才流动预测模型构建
灰色预测GM（1，1）模型往往基于单因素进行预测，即基于原有的人才数量对现在和未来的人才数量进行预测，是由人才数量得到人才数量的过程。但是人才流动是有多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本文拟将灰色预测GM（1，1）模型与多元回归模型相结合，预测人才流动趋势。首先，运用灰色预测GM（1，1）模型预测人才流动的各个影响因素数值；然后，建立多因素的线性回归模型，将各个影响因素预测值带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计算出人才值。
（1）灰色预测GM（1，1）模型
假设新区人才流动影响因素的变量为,t表示时间。利用灰色预测模型GM(1,1)分别对k个影响因素进行预测，得到t时刻影响因素的预测值。
灰色预测的基本思想是将按时间序列排序的数据进行累加，让数据由无序变为有序，进而进行预测。灰色预测GM（1，1）模型是邓聚龙教授首次提出的灰色预测模型，其形式上是单因素的，实质上却是全因素的，可以在时间序列上进行预测。
灰色预测GM（1，1）模型的具体预测步骤如下：
1） 对原始数据进行检验。设时间序列Xn有n个观察值，原始数列表示为公式（1）所示。

     （1）
对原始数据进行预处理，如公式（2）所示。

                  （2）

其中，表示原始数据的级数比，只有所有级比值满足，才能使用灰色预测模型。否则需要对数据进行平滑处理，使数据落到级比的有效区间内，常用的数据平滑处理方法包括三点平滑法、五点二次平滑法、数据平移变换法等。
2） 原始数据计算累加生成新序列。对原始数据进行一次累加生成，可以弱化原始序列的随机性和波动性，如公式（3）所示。
3） 
               （3）

其中，。
3）构建灰色预测GM（1，1）模型，对生成数据列X（1）建立一阶微分方程，如公式（4）所示。公式（4）中a、u为参数，a称为发展灰数，u称为内生控制灰数。


                           （4）
4）求解参数a、u。利用最小二乘法，求解a、u，如公式（5）所示。

                    （5）
其中，



                 （6）
5）预测结果及还原，求解微分方程，可得预测模型如公式（7）所示。

，        （7）

预测模型的累减还原值则可由得到。
（2）建立多因素的线性回归模型
假设我们得到了k个因素，根据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一般形式建立多因素的线性回归模型，如公式（8）所示：
           （8）
公式（8）中，y表示人才预测值，xk表示影响人才流动的各个变量,是常数项，是指当所有解释变量为0时，因变量y的总体平均值的估计值。是偏回归系数，是指控制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这一解释变量的单位变动对应变量平均值的影响。回归系数有标准化回归系数和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两种，本文分析采用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原因是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主要用于回归预测模型的构建，能够表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比较符合本次分析的目的。
在已有的历史数据新区人才数量和各个影响因素的数量值的基础上确定线性回归模型中的参数，将预测值代入多因素的线性回归模型，得到t时刻新区的人口预测值y(t)。
2.4 人才流动分阶段治理策略提出
（1）起步阶段
此阶段，新区各项事业刚刚起步，需要以政府的行政干预为主导力量来促使企业和人才聚集。选取科层治理指导此阶段治理实践，需要突出政府的行政力量，采取分层负责的治理模式[29]。同时，积极引导企业理解各项优惠政策，并善于利用政策快速吸引所需人才。
（2）协同发展阶段
[bookmark: _Hlk13602863]此阶段，市场的力量逐步显现，需要政府部门之间通过协作，强化市场对人才吸引。选取协同治理理论指导此阶段治理实践，需要突出各人才治理主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支配与服从、平衡与涨落等多元、多维的关系结构[30]。通过有效合理的资源配置，政府和市场双方进行优势互补，实现人才聚集辐射作用。
（3）成熟阶段
此阶段，人才聚集方式日益复杂化，各类人才的潜能得到有效激发。选取网络化治理指导此阶段治理实践，将政府、市场和社会参与者作为多样化的人才治理主体，在制度化的主体结构中，为实现必要的公共价值而选择联合[31]，充分发挥治理主体群的自组织功能来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
（4）一体化融合阶段
此阶段，随着区域内各项工作的有序常态化，人才流动愈加自主。选取整体性治理指导此阶段治理实践，力求解决人才流动的跨层次治理难题。对于人才流动的治理工作，重点在于预防导向、公民需求导向和结果导向，利用整合信息技术、简化网络、提供一站式服务等方式，实现人才治理工作的信约、责任感和制度化[32]。
3 新区人才流动预测及治理实例
2018年2月22日，习总书记在听取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编制情况时要求，要深化规划内容和完善规划体系，尽快研究提出支持雄安新区加快改革开放的措施，确保新区发展起好步。目前，雄安新区发展已经开始进入起步阶段，各项事业快速推开，对人才数量和质量的需求急剧增加，也凸显出人才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因此，本文拟在雄安新区开展人才流动预测方法的应用，一方面验证方法的可行性，另一方面也力求为雄安新区人才工作提供理论参考。
3.1 雄安新区发展阶段的判断
截至2018年底，雄安新区常住人口104.71万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 000到1250人左右。通过实地调研和阅读相关资料，发现雄安新区人才总量正在缓慢增加，但暂未出现明显的人才聚集效应。雄安新区作为全新的样本地区，各方面建设正在稳步推进，且对于中远期的预测仍缺少实际依据。鉴于此，本文将重点针对雄安新区起步阶段与协同发展阶段前两个发展阶段开展人才流动趋势预测及治理策略设计。
3.2 雄安新区人才流动影响因素筛选
根据前文筛选出的四类新区人才流动影响因素，结合与研究雄安新区发展的专家和当地工作人员的调查意见，并考虑数据收集的可行性，本文基于政府和市场双重作用，确定了雄安新区人才流动影响体系的具体测量指标，如表2所示。
表2雄安新区人才流动影响因素
	维度
	影响因素
	测量指标

	政府
	保障体系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人）

	
	生活环境
	公园绿地面积（公顷）

	市场
	智力资源
	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万人）

	
	经济环境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而得
（1）保障体系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使劳动者能够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一项社会保障，反映了对群众社保权益的保障作用。因此，选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作为保障体系的测量指标。
（2）生活环境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升和生态意识的加强，就业人才在择业时会更多的考虑反映生活质量的生活环境因素。具有游憩功能的公园绿地是城市公共设施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展现该区域整体环境状况和居民生活质量的必要途径。因此，将公园绿地面积作为能够反映生态环境的测量指标。
（3）智力资源
某一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通常与其背后的智力资源紧密相关，高校是活跃区域科技文化氛围的重要力量，是培养人才、吸纳科技人才的主要组织。因此，在智力资源一级指标下设立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的测量指标。
（4）经济环境
经济环境影响吸引人才所需的物质和文化条件，而优越的经济状况为吸引人才流入创造了条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能够有效反映该地区的经济状况，故将其选为反映经济环境的测量指标。
3.3 雄安新区前两发展阶段的人才总量预测
由于雄安新区相关指标数据缺失，因此，本文根据雄安新区占保定的比例折算出雄安新区人口的影响因素相关指标作为初始增长值，从而预测出雄安新区的相关指标，最后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预测出雄安新区人口数，依据前文选取的人才预测模型，并结合雄安新区实际情况，雄安新区人才预测过程如下：
（1）利用灰色预测GM（1，1）模型预测雄安新区人才流动各影响因素
假设雄安新区人才流动的影响因素变量为xk（k=1,…4），x1表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万人），x2表示公园绿地面积（公顷），x3表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x4表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万人）。运用灰色预测GM（1，1）模型分别预测上述人才流动影响因素的数值。
作为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其政策支撑力度空前，原有各因素的增长速度并不能准确反映雄安新区真实状况。因此，在确定模型相关参数时，参考了本课题组已有成果[33]，设置模型参数，令雄安新区起步阶段的发展灰数-a=0.052，内生控制灰数u=71.000 6，雄安新区协同发展阶段的发展灰数-a=0.009 9，内生控制灰数u=85.309 0。利用灰色预测模型得到测量指标的变化增量，进而计算得到各测量指标的预测值。
雄安新区起步阶段与协同发展阶段前两个阶段的时间响应式如表3所示：
表3雄安新区二级指标预测模型
	阶段
	影响因素
	时间响应式

	起步
阶段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公园绿地面积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协同发展
阶段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公园绿地面积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而得
由于篇幅有限，因此，本文以预测雄安新区公园绿地面积为例，预测2019-2027年的绿地面积，预测情况如表4所示。
表4雄安新区公园绿地面积预测值
	阶段
	年份
	
	
	
	X

	起步阶段
	2019
	245.580 9
	81.630 0
	5.182 9
	158.989 6

	
	2020
	331.568 0
	85.987 1
	9.540 0
	168.529 6

	
	2021
	422.144 7
	90.576 7
	14.129 6
	182.659 2

	
	2022
	517.556 0
	95.411 3
	18.964 2
	201.623 4

	协同发展阶段
	2023
	182.093 3
	79.795 4
	3.348 3
	204.971 7

	
	2024
	269.637 6
	87.544 4
	11.097 3
	216.069 0

	
	2025
	358.053 0
	88.415 3
	11.968 2
	228.037 2

	
	2026
	447.348 0
	89.295 0
	12.847 9
	240.885 1

	
	2027
	537.531 4
	90.183 4
	13.736 3
	254.621 5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而得
（2）利用多元回归预测人才流动趋势
利用SPSS软件对2012-2017年雄安新区各项二级指标数据和雄安新区常住人口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到多元回归线性方程如公式（9）所示：
    （9）
其中，Y表示人才预测值，分别对x1到x4在2017-2121年和2022-2026年的数值进行预测，得到预测值，代入多因素的线性回归模型后得到常住人口的预测值，如表5所示。
表5 雄安新区不同时期各个变量预测值
	阶段
	年份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人
	公园绿地面积/公顷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人
	雄安新区年平均常住人口
/万人

	起步阶段
	2019
	134 186
	158.99
	4 057.12
	14 543.32
	107.53

	
	2020
	145 231
	168.53
	4 143.01
	14 326.95
	111.93

	
	2021
	160 947
	182.66
	4 237.56
	14 103.10
	118.46

	
	2022
	181 582
	201.62
	4 341.24
	13 871.39
	127.24

	协同发展阶段
	2023
	191 833
	204.97
	4 352.31
	13 879.13
	131.85

	
	2024
	202 947
	216.07
	4 364.26
	13 887.71
	137.02

	
	2025
	214 932
	228.04
	4 377.09
	13 897.14
	142.60

	
	2026
	227 797
	240.89
	4 390.81
	13 907.41
	148.58

	
	2027
	241 551
	254.62
	4 405.42
	13 918.56
	154.98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而得
表5反映出2019-2026年雄安新区人口的变动情况，预测雄安新区在2023年常住人口将突破130万，达到131.85万人。可以看到，在2019-2022年人口年增长幅度相对较小，这一时期人才缓慢流入该区域，需要政府强有力的管制，此时政府出台人才引进与使用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雄安新区常住人口在发展阶段增长迅速，年增长量在2027年达到6.4万人，常住人口总数达到了154.98万人。市场作为城市社区治理主体，在这一时期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治理网络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4 雄安新区前两发展阶段的人才流动治理策略提出
（1）起步阶段的人才流动治理策略
此阶段，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增强雄安新区整体竞争力的关键。依据科层治理的思想，雄安新区当前还应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组织体系，逐级推动政策实施，具体来说有如下治理策略。
一是治理的关键在于政府强力规则。与具有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滨海新区和河北省委和省政府的支持下建立的曹妃甸新区相比，雄安新区作为千年大计，在成立初期，需要雄安新区政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与帮助。根据集体约束力相联系的规则和排斥性条款为基础的科层治理要求，雄安新区起步阶段，雄安新区政府需要提供全方位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还需要强调雄安新区政府权力对周边京津冀政府关系的主导与规制作用。
二是治理的保障是企业配合。作为科层治理中的被统治者，雄安新区的企业需要遵循政府制定的规则，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雄安新区内从事商业经营活动。雄安新区企业在规制环境、规制机会及规制程序的情境下实现自我规制，是企业提高服务质量的保障，包括明确企业定位、改善用户体验、积极响应政府政策及其它改进规制。为此，雄安新区企业要坚决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将企业自身定位在“绿色、环保、卫生”方面，坚持生态文明建设，自觉抵制污染产品的产生，并举报其他污染企业，同时，注重雄安居民的体验，时刻考虑雄安居民的想法，保卫共同生活的家园。
三是需要重视雄安原住居民的再就业问题。雄安新区三县主要以服装、毛绒玩具等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在雄安新区建设过程中，关掉许多不合格污染企业，并将一些传统产业进行优化改造，这些传统产业转化升级的过程中，必然会对传统产业从业人员造成影响。因此，雄安新区政府应积极支持这部分人的转岗就业，采取进行针对性就业培训、加大招聘力度等方式，促进人员再就业。
（2）协同发展阶段的人才流动治理策略
此阶段，政府因素和市场因素在影响人才流动中都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依据协同治理的思想，人才流动治理需要政府、企业、居民多元主体的相互配合，具体来说有如下治理策略。
一是治理的前提是政府规制创新。协同治理倡导共同参与决策制定，这就要求在实际治理时需要考虑多元主体结构，放在雄安新区的治理上，多元主体就指北京、天津等多个城市，体现了协同概念的集中性。同时，协同治理强调治理的功能性。雄安新区肩负着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促进河北经济发展和建设京津冀城市群的重要任务，需要借助周边城市的力量发挥协同功能。例如，借助即将到来的2020年冬奥会，实现雄安新区对更大区域的辐射与带动作用。
二是治理的关键在于企业自我规制。协同治理也对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企业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经济主体，应该作为多元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活动。雄安新区企业应该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机制的构建，吸引社会资本，加大政府职能转移管理力度，及时有效地疏导放大社会力量的积极效应、削弱负面影响。同时，雄安新区应该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感，自觉抵制污染企业，坚持创新、绿色、环保的理念，自觉参与到公共事业的建设中，尤其是物业公司，环保公司应该多为雄安新区的管理工作和绿化工作献计献策。
三是治理的基础是要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社会要想实现和谐稳定的治理，需要居民的高度配合和支持。一方面，雄安新区政府通过利用北京的优秀资源，使北京对接雄安新区医疗、卫生、教育各项资源，为雄安新区居民提供各项公共服务，满足居民的生活各项需求；另一方面，雄安新区居民要融入雄安新区的建设中，积极地配合雄安新区政府污染企业关停、不合理用地拆迁、征用耕地等各项举措，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伟大历史使命感；同时，享受雄安新区带来的变化，提升雄安新区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结语
将新区划分不同的发展阶段考虑，设计出分阶段新区人才流动预测方法，特色在于针对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提出分阶段的人才治理策略。从动态阶段性和治理群簇的新视角审视新区人才流动治理彰显了中国特色，为西方治理理论提供了中国研究样本，并且结合量化预测方法，将丰富治理群簇及其应用，动态匹配治理群簇的思路既能提升治理理论在我国应用水平，也为相关治理模式和制度创新提供现实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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